
＊本论文的主要资料源于丘海雄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 1997年度项目“国有企业下岗职工问题与对策研究”课题。

该课题是由中山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 、广州市劳动局 、广州市社科联协同实施的。

社会支持结构的转变:从一元到多元＊

丘海雄　陈健民　任　焰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下岗职工问卷调查资料 ,通过对下岗职工获得的经济和就业

支持的分析 ,探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社会支持结构的转变形态 。结

果发现 ,在对他们的经济和就业的支持上 ,政府 、企业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 ,

街道组织 、非正式社会网络 ,包括血缘关系 、亲缘关系和其它社会关系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这意味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社会功能的剥离 ,社会支持结构

已经从改革前资源主要由国家通过单位向个人提供的一元化结构 ,逐步转变为社会

资源分布的多样化和社会支持的多元化结构 。社会支持结构从一元化到多元化的转

变可能会减低个人对单位和国家的依赖 ,取得更多的自主空间 ,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市

场经济的发展也将会有更稳固的社会基础。

一 、研究的问题

安德鲁·沃德(Andrew Walder)认为 ,工人对企业的依赖程度 ,取决于工人的需求有多大比

例从企业中得到满足和企业之外是否存在替代资源 。改革前 ,一方面中国的劳动雇佣关系是

非市场化的 ,具有福利的性质 ,劳动者缺乏流动的机会;另一方面 ,企业是提供公共物品 、服务 、

其它物质和社会便利的场所。工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资源几乎全部来自企业。企业不仅为工

人提供货币工资 ,而且向工人提供健康保障 、退休金 、子女照顾和教育等经济和社会需求的满

足。工人在企业之外没有替代性资源 ,因此工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高度依赖企业(Walder ,

1986 ,pp.8-27)。

李培林等人指出 ,在传统的经济体制框架之中 ,企业不仅是一个经济单位 ,同时也是一个

社会生活单位。由这种双重角色内涵所决定 ,企业不仅承担着经济功能 ———依照国家的经济

计划指标完成各种生产任务 ,而且也肩负着多种社会功能———依照国家在社会生活方面的具

体安排完成各种社会发展任务 。企业代表国家为职工提供就业机会和全面的生活保障。职工

高度依赖企业 ,同时作出成本投入:低水平的货币收入 ,低水平的人力物质消费 ,放弃个人对职

业的自主选择机会 ,放弃个人为获取更高的劳动报酬而努力工作的机会 ,放弃个人为选择更好

的职业做出努力的机会 ,从而获得职工的预期收益———企业的就业和生活保障与支持 。它包

括:高就业 、固定工和终身制 ,固定工资收入 ,全面的福保障(衣食住行有保障 ,生老病死有依

据),并形成一种成本投入 ———利益收益的均衡模式(李培林等 , 1992 ,pp.178-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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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海雄运用对一家典型的国有企业持续十多年的追踪调查资料 ,以安德鲁·沃德的共产主

义的新传统主义理论为研究的出发点 ,深入分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 ,国有企业劳

动雇佣制度的改革和工人的理性选择。研究发现 ,随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和所有

制的多元化发展 ,形成了体制内与体制外并存的二元劳动力市场 。体制内的国有企业的劳动

用工制度也逐步市场化。企业对工人的保障逐渐减少 ,而企业外可替代的资源逐渐增加 ,许多

工人同时涉足两个劳动力市场 ,可在体制外劳动力市场获得部分资源。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

工人对企业的依赖程度已逐步降低(丘海雄 , 1996 ,pp.163-168)。

上述学者从资源结构的角度指出 ,改革前企业全面的资源提供 ,以及企业外缺乏可替代的

资源 ,形成了工人对企业的高度依赖 ,而我们的研究则更关注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 ,工人对企业的依赖发生了什么变化 。

依赖与支持是一对关系密切的概念 。依赖是指行为主体不得不依靠垄断资源的客体取得

满足而形成的依附关系。资源越集中 ,可选择的替代性资源越少 ,依赖程度便越高 ,因此可以

说 ,单一化的社会支持是依赖形成的结构性基础 。本文试图通过对下岗职工如何解决经济困

难和寻求再就业的研究 ,从社会支持的角度建构理解过渡时期工人与企业的关系的新意象 ,思

考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所引起的社会依赖结构的变迁。

广义而言 ,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既涉及家庭内外的供养与维系 ,也涉及各种正式与非

正式的支援与帮助。社会支持不仅仅是一种单向的关怀或帮助 ,它在多数情形下是一种社会

交换(Uehara ,1990 ,p.522)。广义的社会支持包括:物质帮助 ,如提供金钱 、实物等有形帮助;

行为支持 ,如分担劳动等;亲密的互动 ,如倾听 ,表示尊重 、关怀 、理解等;指导 ,如提供建议 、信

息或指导;反馈 ,对他人的行为 、思想和感受给予反馈;正面的社会互动 ,即为了娱乐和放松而

参与社会互动等 6种形式(Barrera ,1983 , p.133)。这 6种形式有些是有形的 ,有些是无形的 。

在本研究中 ,由于研究的是下岗职工群体的社会支持 ,他们最需要的社会支持是解决生活困难

和帮助再就业。因此 ,本文中的社会支持特指有形的物质资助(主要是金钱支持)和无形的指

导(提供就业信息和帮助)这两种支持方式。

社会支持包括施者(Provider)与受者(Recipient)两个有意识的个体之间的资源的交换 。

在本研究中 ,社会支持的受者是下岗职工 ,施者根据其所提供的支持是否正式而区分为正式社

会网络和非正式社会网络 。正式社会网络包括政府 、企业 、社区组织① 和市场(职业介绍所 、

人才交流中心和广告等);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中包括了 5种关系:血缘关系(自己及配偶的父

母 、兄弟姐妹及子女)、亲缘关系(自己及配偶的亲戚)、业缘关系(同事及同学)、地缘关系(邻

里)和私人关系(朋友)。

下岗职工指在合同期内 ,由于各种原因暂时离开工作岗位 ,但是仍然保持与企业的劳动关

系 ,由企业提供下岗生活费 ,等待重新上岗者 。这是我国经济转型期间出现的一种独特现象 ,

是企业一种暂时性和过渡性的安置富余人员的方式 。下岗职工一方面离开工作岗位 ,失去了

原来的工资收入以及部分福利保障 ,处于闲置 、无业状态 ,另一方面却仍保留着与企业的劳动

关系 ,可以从企业获得或多或少的救济或补贴 。他们一只脚在企业内 ,另一只脚在企业外 。下

岗群体的这些特点极具经济转型期半计划半市场的特点 ,是研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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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社区组织:主要指街道办事处 、居委会 ,具有半官方半民间的性质,其一方面具有正式组织的特征 ,是中国城市的基
层组织;另一方面又具有邻里互动的地缘关系。为了分析的便利,本研究将其归入正式的社会网络。



阶段工人与企业的依赖关系的变化及特点的最好对象 。

二 、研究的结果

我们的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方法 。调查时间为 1997年 7月。问卷调查采取集中填写 ,

当场收回的方式进行 。被访的下岗工人来自广州市的 4个老城区 。共发放问卷 980 份 ,回收

有效问卷 719 份。由于下岗人员分散 ,难以集中 , 因此样本是非随机的 。被访者中女性

(65.8%)多于男性;大多数已婚(77%);36-45岁者居多(42.7%);教育程度(高中程度或以

下者占 95.2%)和技术层次偏低(普通工人和一般行政人员占 60.6%);第一次下岗的占

85.6%;多数人(58.2%)是 1997年才下岗的 。

(一)经济支持

调查资料表明 ,下岗职工的经济来源主要有:1.待岗工资;2.亲友帮助;3.过去储蓄;4.家

人供养;5.自己赚“外快”(待岗工资之外的货币收入—编者注);6.借钱。这些经济来源中除了

第 3项和第 5项是依靠下岗者个人的力量外 ,第 1 、2 、4 、6项都不同程度带有社会支持的特点 。

可见 ,下岗群体的经济来源中 ,社会支持是多元化的 ,而且占了很大的比重 。

经济支持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来自正式社会网络 ,即原企业;另一部分来自非正式社会网

络 ,包括血缘 、亲缘 、地缘 、业缘以及私人关系群体。下面就以待岗工资和借钱与资助进行说

明。

1.来自正式社会网络的经济支持 ———待岗工资

从下岗群体的待岗工资领取情况来看(见表 1和表 2),有一半下岗者一直从原单位获得

待岗工资 ,平均每月 314.8 元 ,较多的人(27.4%)在 301 -400 元之间 , 500 元以上者只占

3.7%。除此之外 ,被调查者中有 27.1%的人曾经或偶尔在单位获得待岗工资;从未获得这种

经济援助的只占 16.5%。原单位对下岗人员的经济援助虽然在较大范围内仍保留着 ,但数额

较小 ,有的人甚至已失去了这种支持。待岗工资不能完全解决下岗职工的生活困难(广州市在

岗职工同期月平均收入是 1022元),许多人向非正式网络寻求经济支持。

　表 1 下岗期间的单位内收入状况 (样本量=702)

下岗后

单位内

收入状况

一直从原

单位领取

待岗工资

曾在原单位

领取待岗工资

现在已经没有了

原单位偶尔发

待岗工资

但并非每月都有

原单位一直没

有发待岗工资

　

其它情况

% 49.9 20.1 7.0 16.5 6.5

　表 2 下岗后从单位内领取待岗工资情况 (样本量=350)

待岗工资 100 元以下 101-200 201-300 301-400 401-500 500 元以上

% 7.7 16.6 22.3 27.4 22.3 3.7

　　2.来自非正式社会网络的经济支持———借钱与资助

有约 1/3的下岗者因生活困难向其它人借钱度日 ,借钱额度平均为 4310元 ,至今平均有

3150元未还(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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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借钱对象 (样本数=169)

血缘关系 亲缘关系 地缘关系 业缘关系 私人关系

借钱

对象

1.自己
的父母

　

2.配偶
的父母

　

3.自己
的兄弟

姐妹　

4.配偶
的兄弟

姐妹　

5.子女
　
　

6.自己
的亲戚

　

7.配偶
的亲戚

　

8.街坊
邻居

　

9.自己及
配偶的同

学/同事

10.自己及
配偶的

朋友　

合计

人次 62 13 81 24 3 26 7 6 16 15 253

% 24.5 5.1 32.0 9.5 1.2 10.3 2.7 2.4 6.3 6.0 100.0

　　从表 3中可见 ,下岗职工在寻求经济支持时 ,求助次数最多的是血缘关系(1-5项共占

72.3%)和亲缘关系(6-7项共占 13%),其次是业缘关系 、私人关系和地缘关系 。在血缘关系

中 ,自己的兄弟姐妹和父母是其寻求经济支持时最重要的对象。

另外 ,做为社会支持中的受者一方 ,下岗者只有 29.1%的人曾收到过来自非正式网络无

偿的经济资助。其来源分布见表 4。

　表 4 无偿的经济资助来源 (样本数=161)

资助

来源

血缘关系 亲缘关系 地缘关系 业缘关系 私人关系

1.自己

的父母

　

2.配偶

的父母

　

3.自己

的兄弟

姐妹　

4.配偶

的兄弟

姐妹　

5.子女

　
　

6.自己

的亲戚

　

7.配偶

的亲戚

　

8.街坊

邻居

　

9.自己及

配偶的同

学/同事

10.自己及

配偶的

朋友　

合计

次数 80 20 65 20 5 20 16 5 16 11 258

% 31.0 7.8 25.2 7.8 1.9 7.8 6.2 1.9 6.2 4.3 100.0

　　主动给予下岗者经济资助的关系群体按其重要程度依次为:血缘关系 、亲缘关系 、业缘关

系 、私人关系和地缘关系 ,与下岗者寻求经济支持的取向完全一致。血缘关系中资助最多的也

同样是下岗者本人的父母和兄弟姐妹。

(二)就业支持

在问卷中 ,我们以“下岗后 ,您主动寻找过哪些部门和个人帮助就业(包括安排工作 ,介绍

工作和提供就业信息)”和“下岗后 ,有哪些部门和个人主动对您提供过就业帮助(包括安排工

作 ,介绍工作和提供就业信息)?”来测量下岗者的就业支持(见表 5和表 6)。

　表 5 “下岗后 , 您向哪些部门和个人寻找过就业帮助” (样本数=719)

寻求

就业

正式社会网络 非正式社会网络

组织 社区 市场 血缘关系 亲缘关系 业缘关系 私人关系 地缘关系

帮助

的

对象

1.原

单位

　

2.政府

有关

部门

3.街道

办事处 、

居委会

4.职业

介绍所 、

人才市场

5.招聘

广告

　

6.自己

或配偶

父母　

7.自己或

配偶的兄

弟姐妹　

8.

子女　

　

9.亲戚

　

　

10.

同事　

　

11.

同学　

　

12.朋友

　

　

13.街坊

邻居

　

合计

人次 182 188 138 130 119 23 85 26 80 121 122 194 45 1453

% 12.5 12.9 9.5 9.0 8.2 1.6 5.8 1.8 5.5 8.3 8.4 13.4 3.1 100.0

　　从对表 5的分析 ,我们发现:下岗群体不仅依赖正式社会网络(组织 、社区和市场)寻找就

业机会 ,同时也在非正式社会网络中的各种关系群体中寻求就业支持。从综合寻求就业支持

人次来看 ,寻求正式社会网络(项目 1-5)支持的占 52.1%,寻求非正式网络(项目 6-13)支

持的占 47.9%,前者略多于后者 。

在寻求就业支持上 ,下岗职工的组织取向是非常明显的 ,向原单位和政府有关部门要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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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工作的人次共占 25.4%,排在首位 。改革后 ,职工单一地依靠政府或企业来安排和保障就

业的局面虽然已改变 ,但是政府和企业在就业安置上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许多职工长期

生活在国家和单位的全面保障之下 ,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的缺乏以及依然保留的企业职工身

份 ,都使其对政府和企业仍有着不同程度的依赖。但不论怎样 ,下岗群体毕竟一只脚已踏入劳

动力市场 。这一点 ,可以在寻找就业机会上 ,仅次于组织取向的就是市场取向(项目 4-5 ,占

17.2%)上反映出来。这些人主动通过职业介绍所 、人才市场和招聘广告 ,依靠市场来获得再

就业机会 。这是通过市场调节配置劳动力的一种理想取向 ,是劳动力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

在正式社会组织中 ,社区成为人们寻找就业支持的另一个来源 。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在

“企业办社会”的局面逐渐改变之后 ,在发展城市社区服务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

被调查的下岗职工中 ,有 138人(占 9.5%)曾向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寻求过就业帮助。

下岗者除了在正式组织中寻求就业帮助之外 ,还主动利用非正式社会网络来获得就业信

息和就业机会。在所有这些关系中 ,朋友 、同学 、同事(项目 10-12)是下岗者寻求支持最多的

关系 ,3种关系共占总人次的 31%。可见下岗者主要寻求业缘关系和私人关系群体的就业支

持。相对而言 ,寻求血缘关系 、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群体(项目 6-9和 13)就业支持的则较

少 ,5种关系共占总人次的 17.8%。这与下岗者寻求经济支持的取向明显不同 ,下岗者在寻求

经济支持上主要是血缘关系取向 ,而在寻求就业帮助上则主要是业缘关系和私人关系取向 。

这表示下岗者在寻求经济支持时 ,倾向于同质性较高的强关系群体(血缘群体处于中国人传统

的“差序格局”的核心部分);而在寻求就业支持时 ,则倾向于异质性较高的弱关系群体(如朋

友 、同学 、同事等)。

　表 6 “下岗后 ,有哪些部门和个人主动对您提供过就业帮助” (样本数=719)

提供

就业

支持

的

来源

正式社会网络 非正式社会网络

组织 社区 市场 血缘关系 亲缘关系 业缘关系 私人关系 地缘关系

1.原

单位

　

2.政府

有关

部门

3.街道

办事处 、

居委会

4.职业

介绍所 、

人才市场

5.招聘

广告

　

6.自己

或配偶

父母

7.自己或

配偶的兄

弟姐妹

8.

子女　

　

9.亲戚

　

　

10.

同事　

　

11.

同学　

　

12.

朋友　

　

13.街坊

邻居

　

合计

人次 43 35 47 61 48 33 42 11 24 39 30 35 31 479

% 9.0 7.3 9.8 12.7 10.0 6.9 8.8 2.3 5.0 8.1 6.3 7.3 6.5 100.0

　　在对下岗者提供就业支持的社会来源构成中 ,正式社会网络(项目 1-6)共占总人次的

48.8%,非正式社会网络(项目 6-13)共占总人次数的 51.2%,后者略多于前者(参见表 6)。

在正式社会网络中 , 市场帮助下岗者就业方面的作用最大 ,帮助的次数占总人次数的

22.7%;其次是组织(原单位和政府有关部门),占 16.3%;然后是社区组织 ,占 9.8%。

非正式社会网络在主动提供就业帮助方面 , 5 种关系群体按其分布依次为血缘关系

(18.0%)、业缘关系(14.4%)、私人关系(7.3%)、地缘关系(6.5%)和亲缘关系(5.0%),相比

之下 ,血缘关系在主动帮助下岗者就业方面比较突出 ,尤其是兄弟姐妹关系群体 。

总而言之 ,下岗职工的经济支持 ,一方面来源于正式社会网络提供的待岗工资 ,另一方面

来源于非正式社会网络提供的资助和借款。他们同时从上述两方面获得就业支持。

35



三 、总结与讨论

改革前 ,工人的经济来源几乎只有企业内的工资和福利 ,企业外难以获得替代性资源 。由

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高积累 、低消费的发展模式 ,国家对资源高度统合 ,社会群体之间的支持

由于个体资源的匮乏而减至最低点 。工人的就业由国家提供和保障 ,一旦离开工作单位就不

可能获得其它的就业机会 。因此 ,在计划经济之下 ,工人经济和就业的支持是一元化的。

计划经济之下 ,国有企业承担着解决就业的社会责任 ,不能够根据生产的实际需求合理地

配置劳动力 ,富余劳动力以隐性失业的形态滞留在企业内部。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

渡 ,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商品生产单位 ,原来扮演的多功能角色逐步分化 ,经济功能不断强化 ,

社会功能日渐剥离。无所不包的“单位体制”逐步解体 。

80年代以后 ,国有企业逐步采取“老人老制度 ,新人新制度”的方式 ,保持老工人的固定工

身份 ,让新进厂的工人成为合同工 ,与此同时进行内部优化组合 ,到 90年代中期实行了全员劳

动合同制 ,在制度上打破了“铁饭碗” 。近年来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 ,开始让一部分工人

下岗甚至失业。这意味着国家将不再为工人提供终身的就业保障和足够的经济来源 。

调查结果表明 ,工人下岗以后 ,在经济和就业上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 。政府 、企业仍然扮

演着重要角色。企业为多数的下岗工人提供尽管有限 ,但可聊以度日的下岗工资。劳动部门

为下岗职工提供再就业培训和介绍工作 。街道组织也积极组织下岗职工生产自救 ,为他们的

再就业提供服务 。引人注目的是 ,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其中血缘关

系在经济和就业上给予下岗职工最重要的支持。国家有关实施再就业工程的文件所倡导的充

分发挥政府 、企业 、劳动者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 ,综合运用政策扶持和就业服务手段 ,实行企

业安置 、个人自谋职业和社会帮助安置相结合 ,帮助下岗职工尽快实现再就业的精神在实践中

得到体现 。透过下岗职工获得的经济和就业支持的侧面 ,或许可以说 ,中国已经逐步形成多元

化的社会支持结构 ,社会支持结构已经逐步从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

结构功能主义尽管受到很多的批判 ,但是在舍弃了它的目的论和保守偏见后 ,用来理解社

会结构的变迁仍然是有意义的 。由此可以解释 ,在计划经济下 ,国家通过单位制度承担了个人

的一切保障 ,同时也控制了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 ,抑制了其它社会支持结构要素的存在和发

展。社会支持结构从一元化向多元化的转变 ,根本原因在于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企业多元化的

功能逐步分解。社会资源的分布逐渐多样化 ,社会成员的资源拥有量逐渐增加 ,企业原有的一

些功能逐步转为由一些新成长的结构承担和发挥 。

调查中发现 ,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中血缘关系的支持是最重要的 。这使人联想起“家庭回

归”的论题 。欧洲许多国家一直是国家福利的典型 ,在国家福利制度下 ,个人有国家的保障 ,家

庭对个人的重要性相对降低。近年来 ,由于人口老化 ,经济增长放缓 ,国家的福利负担日益沉

重 ,国家福利逐渐减少 ,导致出现欧洲人“回归家庭”的趋势。丘海雄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发

现 ,在市场化过程中 ,单位制度的瓦解同样导致了国有企业工人的“家庭回归” ,他们以家庭为

经济行动单位 ,休戚与共 ,分工合作 ,在体制内与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中 ,取其之长 ,避其之短 ,共

同适应环境的变化 ,使家庭这一叶小舟在改革的潮流中乘风破浪 。改革开放后 ,曾经被单位制

度吸纳的一些家庭功能得到新的展现(丘海雄 ,1996 ,p.168)。欧洲国家福利的减少与中国“单

位制度”的式微都导致了“回归家庭” ,可谓异曲同工 ,殊途同归。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在此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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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

如前所述 ,资源越集中 ,可选择的替代性资源越少 ,依赖程度便越高 ,单一化的社会支持是

依赖形成的结构性基础。以往国有企业作为一种全面而且几乎是唯一的提供工人的经济 、政

治 、福利资源的工作和生活场所 ,企业外几乎没有可替代的资源 ,这必然会形成工人对企业的

高度依赖 ,而工人对企业的依赖实质上是对国家的依赖 。因为国家通过把一切社会经济(包括

企业组织)纳入行政科层体系之中 ,实行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 ,借助这种行政等级管理 ,政府将

其自身肩负的全能管理职责逐级下放落实 ,最终通过每个基层组织而具体实施 。

假如社会支持结构已经逐步从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的判断可信 ,那么我们就可以回到本

文的出发点 ,提出我们的主张:随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工人对企业 ,实质上也就是

对国家的依赖程度已逐步降低 。

改革到了今天 ,部长尚且可能下岗 ,何况黎民百姓 ?当今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得不面对这样

的现实:无论是就业 、住房还是医疗 ,单位提供的保障越来越少。每一个人都会意识到 ,我们不

能像以往那样 ,方方面面 、一生一世都依赖单位 ,依赖国家。一方面我们应该自强不息 ,另一方

面当我们遭遇意外 ,陷入困境时 ,可以在我们自己的社会网络中寻求支持 。正如前文所述 ,社

会支持暗含着社会交换。你危难时需要寻求有能力的他人支持 ,你平安时应该给予有需要的

他人帮助。如果人与人之间都能互相支持 ,同舟共济 ,社会网络就能充分发挥社会支持的作

用 ,我们便可减少对单位 、对国家的依赖 ,取得更多的自主空间 ,国有企业的改革 、市场经济的

发展也将会有更稳固的社会基础。

通过对下岗职工经济和就业的社会支持研究 ,可以提出一个命题:社会支持从一元化向多

元化的转变 ,将会导致人们对单位 ,从而对国家依赖的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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